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寻求动态平衡:教育政策与学校对策的互动逻辑

———以“双减”政策为例

赵　 冬　 冬
(南京师范大学

 

教育科学学院,南京　 210097)

　 　 摘　 要:正向意义上的“上有政策,下有对策”是基础教育领域内教育政策与学校对策互动的常见景观。 对

于二者之间“互动逻辑”的揭示与解释,是整全性理解、针对性改进教育政策与学校对策交互作用的互动过程与

互动机制,助力教育政策与学校对策双向赋能的关键。 承袭于此,本文以“双减”政策为例,研究发现:教育政策

自上而下嵌入学校,历经宏观的行政设定、中观的政、校衔接和微观的政策入校三个阶段;相应的,学校对策自

下而上存在政策的遵守、主体的在场、理性不服从三种承接政策选择,凸显教育政策与学校对策的互动过程是

寻求政策统一嵌入与学校多元承接的动态平衡。 教育政策与学校对策交互作用,存在政策布局要求权力协同、
权力协同产生利益平衡、利益平衡推进资源分配、资源分配深化利益协同、利益协同生成学校行动、学校行动调

整政策布局的逻辑闭环,凸显教育政策与学校对策的互动机制,是寻求政策宏观布局与学校微观行动的动态平

衡。 教育政策与学校对策的互动过程与互动机制显现,寻求动态平衡是教育政策与学校对策互动逻辑的内核

义理。 教育政策与学校对策应走向共生,而其关键是推进政、校之间主体协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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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问题提出

教育政策是学校进行变革实践的规范和依据,“它对学校组织发展和行动方案具有直接的指导意

义” [1] ,而学校“愿意积极承担和开展符合政策要求的某种组织变革,以赢得政府和社会的认可和支

持” [2] 。 其中,“上有政策,下有对策”通常是基础教育领域的学校场域内长存已久的戏谑之语,又是频

遭提及的学术隐喻,显现“教育政策”与“学校对策”一致抑或错位的多样性交互作用样态。 进入新时

代,“教育政策密集出台成研究新热点” [3] ,面对基础教育领域的“学校”,相关政策纷纷出台并嵌入学

校,作为执行主体的学校,其回应政策成为应然之举。 如此,教育政策与学校对策的“互动如何发生”,
成为有必要关注的问题。 既有研究关涉到教育政策与学校对策的单一存在样态,却较少提及二者之间

的互动逻辑,对于“互动逻辑”的揭示与解释,是整全性理解、针对性改进教育政策与学校对策交互作用

的互动过程与互动机制,助力教育政策与学校对策双向赋能的关键。 本文以“双减”为例,运用微观深

描的方式揭示基础教育领域内教育政策与学校对策的互动逻辑,希冀为理解和改进教育政策与学校对

策的互动提供参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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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研究设计

(一)理论反思与分析框架

政策网络理论作为解释和描述政策从颁布(出台)到执行(落地)整个复杂过程的理论工具,着重关

注政策网络成员间的“资源分配情况”“利益整合程度”“相互依赖程度”和“主体资格” [4]33-34,由此形成

了利益协调学派(Interest
 

Intermediation
 

School)和治理学派(Governance
 

School),前者关注用政策网络结

构特征来解释、预测政策结果,后者强调影响政策结果由网络行动主体相互作用使然,构成政策利益相

关者“行动主体—网络结构—网络互动”的理论结构[5] 。 在此基础上,政策网络理论逐渐被公共政策、
教育政策等领域的研究广泛运用。 其中,“学校”相关政策研究是其适用对象之一。

在西方语境中,“学校像许多其他组织一样,是复杂的、矛盾的、有时不连贯的组织。 随着时间的推

移,它们被组合在一起,形成政策效果组成的聚集地,被定期地、越来越多地改变、影响和干扰” [6] 。 而

且,学校提升不仅是学校的任务,也要得到那些制定政策来管理学校的人的支持[7]199。 因此,建构一所

卓越学校离不开政府保障,离不开政策指导[8] 。 在中国语境中,长期的计划经济和社会发展模式导致的

学校具有特殊属性[9]36,政府作为学校的主管部门,它与学校是上下级关系[10]10;市场经济时代政府简政

放权,赋予学校办学自主权。 因此,在中西方语境中,教育政策均承载政府对学校变革的规划设计意愿,
对于学校变革实践发挥指导规范功用。

依托政策网络理论分析学校政策与学校对策共存情境可看到:教育政策能够给予学校自上而下的

指导规范,政策文本到学校的政策执行过程是政策网络结构内诸要素相互作用的动态过程:一方面,政
策文本、政策资源、政策环境等对政策执行者和政策目标群体形成结构上的制约;另一方面,政策执行者

和政策目标群体受到结构制约的同时也会根据自身利益诉求采取行动[11] 。 教育政策自上而下提出规

限与学校自下而上回应政策之间的“互动”是一种“动态”存在。 “动态平衡”作为学术概念,多用于物理

学领域作用力与反作用力之间的存在状态描述,也出现在化学、经济学、政治学领域描述主体间的关系

状态,指涉因应具体情境变化而改变,强调灵活的交互作用关系守恒与适配;“互动逻辑”指主体间交互

作用的规律性结构。
本文聚焦教育政策与学校对策的“互动逻辑”,引入“动态平衡”概念,描述教育政策与学校对策“如何

互动”的本体论理解与方法论实践,揭示教育政策与学校对策的互动景观及其双向赋能的路向所指。 其

中,政府教育主管部门主导作为利益分配方案的教育政策嵌入学校,相应地,学校作为利益分配主体,调整

教育政策的利益分配方案进行变革实践。 前者通过统一的政策规范进行政策嵌入,而后者存在多元的学

校选择进行政策承接,前后蕴含政策统一嵌入与学校多元承接的“互动过程”。 以此为基础,教育政策的宏

观布局与学校对策的微观行动交互作用,二者交互作用内含一定规律性和结构性的教育政策与学校对策

的“互动机制”(见图 1)。

图 1　 分析框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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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调查资料的收集与分析

调查“双减”政策的落实,为分析教育政策与学校对策的互动逻辑提供一个显例。 在此背景下,本
研究坚持质性的研究取向,即“资料收集和分析的结合:先收集资料,然后分析和发展理论,再一次收集

资料,然后再做分析等等,直到研究完成为止” [12] 。 2021 年 6 月至 2024 年 6 月,笔者以上海市 A 区作为

调研区域,选取九年一贯制、初中、小学各一所学校进行为期三年的跟踪调查。 选择 A 区有两个原因:
一是 A 区既有发达城市指向教育前沿、勤于变革的教育勇气,又有欠发达地区坚守育人传统、困于变革

落实的教育短板;二是 2019 年至 2022 年,笔者在 A 区教育行政部门跟岗,具身参与教育行政部门对于

学校的政策布局及学校承接政策的变革实践过程。
调查资料的收集与分析分三个步骤:首先,聚焦“双减”政策,对 A 区教育行政部门领导以及三所学

校领导、教师进行多轮访谈(见表 1)。 其次,以“局内人”的身份,具身参与观察且实时记录三所学校

“双减”图景。 最后,引鉴马歇尔( Marshall,C. M. )与罗斯曼( Rossman,G. B. )的质性研究资料分析方

案,对收集的资料进行分析与处理[13]
 

247,运用内容分析法( Content
 

Analysis)对资料进行组织、归类、提
炼、编码,将不同类属主题合并成问题类群且编号、存档、批注,以此为基础支撑,指向互动过程的政策统

一嵌入与学校多元承接、指向互动机制的政策宏观布局与学校微观行动的行文说理论证。
 

表 1　 访谈对象基本信息

学

校

名称 类别 学校简介

A 校

郊区九年

一贯制薄

弱校

学校 17 个小学班、8 个中

学班,学生 915 人,教师 69

人,正扎实推进内涵建设

B 校

城区

优质

初中

学校 21 个教学班,教师 83

人,教室与国际第二代教

室接轨,功能室齐全

C 校
城郊一

般小学

学校 28 个教学班,717 名

学生,教师 55 人,正在努力

打造有特色的优质校

受访对象 主体角色

S-01 校领导

S-02 校领导

S-03 教师

S-04 校领导

S-05 教师

S-06 教师

S-07 校领导

S-08 教师

区

教

育

行

政

部

门

受访对象 职责范围

A-01
学校管理与教师

队伍建设

A-02 学校德育与管理

A-03 学生行规

A-04
学校科研与教师

队伍建设

A-05 学校科研与培训

A-06 学校专项调研

三、政策统一嵌入与学校多元承接的动态平衡

(一)统一的政策规范:教育政策自上而下分阶嵌入学校

现如今,我国的教育政策主要以政府主导的自上而下接续性传递来落实[14] 。 “双减”政策作为统一

的行政意旨和要求,从宏观、中观和微观三个层面分阶嵌入学校。
1. 宏观的行政设定:上承下转凸显区域传统的教育意旨

教育局(地方)是政府教育意旨实践转化的实际行政领导者。 “双减”政策出台以后,A 区教育局承

接上级传达的“双减”核心要义,将“双减”政策转化为体现 A 区特色的“A 区双减”政策,指导规范 A 区

学校“双减”实践。 区领导讲:2023 年 7 月份中央颁发的“双减”政策,这成为学校的工作指南,区里的学

校必须强化学生“双减”(A-02)。 而且,“双减”政策颁布以后,区里就给校长发通知,要求尽快制定学

校“双减”方案,开学以后正式落实(A-06)。 围绕教育政策制定与下发的事权承接是教育行政部门的

任务重心,重点是将上级行政教育部门的指令传达至学校,推进政策下发、执行、落地的“上下贯通”。
基于此,教育局要求学校按照政策指引,主动与区域性的教育文化传统融通,以地方文化引领“双减”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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策对于学校的行政任务设定。 有教师讲道:培养“贤文化” “贤人”是我们区的特色,“双减”之后,“上

面”要求我们把“育贤”文化融进去,展现我们区的“双减育贤” (S-06)。 因此,学校落实“双减”政策相

关的作业管理、课后托管等环节要体现“育贤”,将“贤文化”“育贤人”融入“双减”过程。
2. 中观的政校衔接:政校之间思想与实践的统一

“政校衔接”是政府与学校之间交互作用的教育政策与学校对策的衔接,教育政策嵌入学校以完善

学校发展体系和发展结构为目标,要实现的是政、校之间“思想的相向而生”和“实践的相向而为”。 区

领导讲:对于“双减”,如果上下思想不一致,那么很难将政策很好地下发至学校,学校也就可能无法落

实(A-05)。 同时,校领导讲:接受区里对于“双减”工作督导的过程中,督学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对于

督导结果,我们会参照整改(S-04)。
“双减”督导纠正和强化了学校的政策认同,让政府与学校之间统一“双减”意见,凝聚“为何双减”

与“如何双减”的共识和愿景。 事实上,在实践中,教育局会出台一些硬性规定与激励方案引导学校,做
好这些学校(实践),就会和“双减”要求一致了(A-01)。 现如今学校改革实践虽有一定的自主性,但这

种自主性多是政策设定框架内的约束型自主,教育政策嵌入学校,在政、校衔接层面,要让学校的实践选

择与步调同区域教育发展布局要求一致。
3. 微观的政策入校:指向多元化的政策嵌入方法选择

政策嵌入学校要回到“嵌入”本身,以“双减”政策为主要内容的教育政策发挥其价值功用,要历经

微观层面的教育政策嵌入学校过程。 一是下达行政指令,立足传统政校之间的支配关系,通过“要求布

置”抑或“命令下达”的方式,推动“双减”政策嵌入学校。 区领导表示:由于现在大家工作任务都重,学
校是最后一道防线,学校务必按“双减”政策行事(A-04)。 事实上,政府及教育行政部门下达行政指令

是引导学校执行教育政策最直接、最迅捷的方法。 二是推进协商民主,A 区教育局统筹,邀请局党政办、
基教科、督导室、校长代表等召开“双减”座谈会,提请与会主体对于“双减”政策嵌入学校建言献策,再
通过学校教代会、家委会协商应对“双减”。 三是赋权学校自主。 政、校之间的权力结构决定了学校落

实“双减”政策的自主不是放任不管,而是让学校具有依托教育政策要求进行改革实践的自主裁量权,
使其在不突破体制范围内,为学校规划发展方案与行动,比如,对于名校,教育局会赋予这些学校自主

权;对于薄弱校,会要求他们严格限定自主权(A-05)。

(二)多元的学校选择:学校自下而上多元承接政策

“双减”涉及不同利益主体,政府及教育行政部门存在行政施策的立场,而学校具有专业办学的考

量,面对政策统一嵌入,不同学校存在三种不同的承接政策选择。
1. 政策的遵守:“信从政策”意旨规约

面对教育政策的嵌入,严格“信从政策”意旨规约的学校一般遵照政令畅通的原则,开展对策行动。
有教师直言:现在对学校管得是蛮严的,学校即便有想法,也要与上面的要求一致。 “双减”之后,又开

始强调“减负”了,上面都在“提”,学校没有理由“不做”(S-03)。 而且,从行政部门的角度看,对于学校

的管理是第一位的,如果上面的要求学校不照办,教育还不乱了套( S-08)。 区领导讲:对于校长来讲,
一年内有 1 次被约谈,那一年内不能参与评先评优;一年之内 2 次被约谈或连续 2 年被约谈,年度考核

会被降等或减扣分等(A-03)。
“双减”政策为学校变革实践确立方向、划定范围、给予框架,主导基础教育学校改革实践的步伐与

进程。 政策下达同时辅认常态化的“约谈”等机制,让学校在“双减”来临之际产生“上令下行”的政策自

觉,主动缩减学生作业量、调整家校合作方法、改进课后服务等,始终信从政策的意旨规约,严格按照政

策要求推进“双减”事项。
2. 主体的在场:考虑自身“专业自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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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双减”政策让作为学习主阵地的学校成为学生教育的主要依托,“主体在场”的学校面向“政策嵌

入”,显现出“专业自主”。 面对“双减”政策嵌入,学校顺势而为,立足学校条件,采取灵活自主的策略承

接政策。 有校领导讲:现在的学校有一些自主权,上面确实也会给学校办学自主权,区里多次开会鼓励

学校顺应情况变化,去做跟学校实际情况匹配的事儿( S-02)。 显见的是,对于学校发展利好的政策红

利,往往受到办学主体欢迎,否则,可能被“打折”落实。
3. 政策执行偏差:评价驱动下的“阳奉阴违”
学校是一种社会组织,其运作不会独立于社会之外,家长评价与社会评价驱动学校应对政策会出现

“阳奉阴违”。 调研中有校领导表示:“双减”刚开始,学校“摸着石头过河”,家长注重“考分”,学校落实

“双减”不能不考虑家长感受(S-01)。 同时,学校所在的社区、镇政府每年都会对学校有评价,如果学校

“升学率”低,学校声誉会下降,这会影响地方对学校办学的支持(S-07)。 新时代以教化人、以教育才、
以教立世成为教育强国建设的重要指向[15] 。 “双减”政策的目的是为学生“减负”,打造素质教育的育

人生态。 面对“双减”政策的指导规范,一些学校表面上遵照“双减”政策的实施安排,按照政策要求实

施育人改革,但并没有完全摆脱“服务应试教育”的枷锁,有的学校受到社会评价驱动形成对政策的“阳

奉阴违”。

四、政策宏观布局与学校微观行动的动态平衡

承续上文“双减”政策嵌入与学校承接政策的互动过程描述,引入逻辑学中归纳和演绎方法,进一

步发现,教育政策与学校对策的互动机制内含于一个前后接续的逻辑闭环。

(一)政策布局要求政、校协同

“双减”政策是宏观的导向。 “双减”目标的达成,要求政、校之间达到认识与实践的相向合力,期间

涉及多种权力主体的协同是“双减”政策得以严格执行的前提。 A 区政府及教育行政部门是“双减”政

策在 A 区学校落实的指导单位,要为学校“双减”提供行政支持,协调校内外多部门保障“双减”推进。
其间,除了 A 区教育局向学校进行专业指导外,“双减”政策在以 A / B / C 三校为代表的学校落实还需统

筹协调权力、财政部门经费配置权力、司法部门市场监管权力等相互协同,构建全域性“双减”行动监管

外部框架。 同时,校长是学校变革实践的主要责任人,对学校执行“双减”政策负有法定职责;教师作为

学生“减负”的主导者,对学生的作业设计、课后服务、课堂教学等进行优化调整;家长是“双减”政策的

直接受益者,是培养学生的又一权利主体,对学校的“双减”行动提出意见与建议。 因此,政府及相关行

政部门、学校、教师、家长等作为不同的权力(权利)主体,在推进“双减”工作中实现协同,让统一的政策

要求能够自上而下地分阶嵌入学校。

(二)权力协同产生利益平衡

“双减”政策嵌入学校、内化为学校变革实践的过程,事关不同利益相关者主体权力(权利)协同中

的利益获取期待,当传统“教改”观念与现代“双减”要求相遇,“固守传统”选择是对另一方权力(权利)
主体的利益“剥夺”。 现如今,学生学业负担问题是教育中一个很大的问题,低质低效的学业安排与教

育参与主体育人诉求相距甚远。 “双减”政策的颁布,让减轻学生负担再次成为政府、学校及家长须正

视的议题。 立足 A 区调查发现:政府、学校及家长对于“双减”客观需求不同,在“双减”政策嵌入与承接

转化过程中,存在学校“着眼当下”的权力主体与“考虑未来”的权力(利)主体不同的利益考量,“双减”
参与主体权力(利)的“被赋予”,使其具有围绕政策如何执行等进行利益平衡的空间,而不同主体之间

利益博弈,追求的是利益获得的相对平衡,正是这种相对平衡,为学校多元化微观行动的产生设定基调,
奠定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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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利益平衡推进资源分配

教育政策在学校场域内被执行的过程存在不同利益相关者的主体利益的权衡与平衡[16] ,这使得

“利益平衡”是政策执行的必要环节,而其结果是基于政策设计与安排的教育资源在不同利益主体间进

行分配。 “双减”政策嵌入学校过程中衍生出的利益平衡,因学校水平差异会产生不同的资源分配方

案,而这种方案既与学校改革实践发生的场域环境有关,又与教育部门之间基于不同类学校的权衡有

关,是参与“双减”的主体之间利益平衡产生的资源分配选择。 B 校作为优质校,往往能够借助学校的品

牌效应和名校光环,向政府及教育行政部门建言献策,可以围绕“双减”获得更多资源支持。 相反,A 校

作为薄弱校无法获得与 B 校同等的资源支持,执行“双减”政策进行改革实践过程中产生行政依赖。 因

此,教育政策与学校对策的交互作用,是教育资源在政、校之间、学校之间进行利益平衡的资源分配

过程。

(四)资源分配深化利益协调

不同利益主体间的协调。 是政府及教育行政部门与学校、学校与内部成员、学校与家长等主体间基

于利益平衡的考量结果。 “双减”之后依然“减负难”的两个缘由要正视:一是学校本身缺少学生“减负”
的专业智慧,担心不明政策要义而擅自减改学生作业量、课后托管服务等,为既已形成的办学秩序造成

混乱;二是学校与政府及教育行政部门之间尚未完全达成“减负”共识,由此出现一部分学校推进“双

减”,另一部分学校“原地踏步”。 作为先行先试落实“双减”政策的 A / B / C 三校,很大程度上要打破既

有的学校育人体系,再造育人格局。 因此,A 区“双减”布局要求以三所学校为代表,须在学生“减负”中

达成“利益”,而这种“利益”多是在正式组织结构下权力运作的结果,是上下级政府及教育行政部门之

间的共识,内核是让执行、弱执行政策等存在多元选项的学校,主动承担因政策执行取径衍生的办学效

应与治校结局。

(五)利益协同生成学校行动

以学校为中心的执行政策主体之间的利益协同更多情境下是对教育发展全局利益的维护。 长远

看,也是对于学校利益相关者主体根本利益的守护。 “双减”政策的编制初衷具有善意朝向,政策宏观

布局与学校微观行动的互动不是简单的学校“做了就行”,它追求政策问题的解决、政策目标的实现。
立足 A 区调查发现:在复杂、动态和多样的教育体系中,“双减”政策效果不能仅仅将其描述为政府引导

学校开展“学生减负”办学的一套管理、审议和裁决的行政文本,而是要看到政策布局与执行过程与权

力(权利)赋予、利益分配相伴相随。 此时,A / B / C 三校落实“双减”政策宏观布局的学校微观行动是利

益妥协之后的学校行动,蕴藏着作为政策执行主体的学校在不同利益选择中,对于既有利益、潜在利益

权衡之后的利益平衡,指向选择与当时学校发展利益诉求相对更适配的执行政策行动。

(六)学校微观行动影响政策布局
 

“双减”政策从“政策宏观布局”到“学校微观行动”,蕴含着政策的转化过程,而这一“过程”是学校

适应性“政策再生产”过程,即学校自下而上多元承接政策,着重以指向“政策细化”的微观行动影响教

育政策宏观布局,推进教育政策与学校对策互嵌融通,双向适应。 其中,A / B / C 三校的微观行动,会对

于 A 区“双减”政策的宏观布局产生“再生产”的价值功用,即学校通过“办学行动”检视并反思政策布

局产生的权力(权利)协同、利益平衡、资源分配、利益协同等决策选择的适切性与正当性,通过凸显主

体办学意向的微观行动,细化、实化“双减”政策的要求与规范,推动“双减”政策文本内容、实施方式、评
价标准因势(时)制宜地改进与更新,让宏观层面的政策布局更加贴合微观层面的学校改革与发展的实

际,促成教育政策宏观布局与学校微观行动的共生协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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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结论与反思

立足上述基于“双减”政策的举证分析,本研究认为:教育政策与学校对策的互动通常是同频共振的存

在,但二者之间并不存在确定不变的互动关系。 教育政策与学校对策互动逻辑的内核义理是“寻求动态平

衡”(见图 2)。

图 2　 教育政策与学校对策的互动逻辑结构

其一,教育政策与学校对策的互动过程,是寻求政策统一嵌入与学校多元承接的动态平衡。 教育政

策自上而下统一嵌入学校,并不是照本宣科式的政策下沉。 宏观的行政设定是通过分阶式的政策下放,
经由不同层级的教育行政部门,对于教育政策进行“上承下转”的“在地化”再造与创生,再通过或下达

行政命令,或进行民主协商,或赋权学校自主,推动教育政策切实嵌入学校、指导办学。 与之对应,不同

学校会以差异化的学校对策应对和落实政策要求与规限。 因此,教育政策统一规范功用的发挥,应坚持

教育认知的统一和实施手段的多样,强调教育政策的“在地化”应与区域教育文化传统交融。 政策嵌入

学校的多元情境衍生对应不同办学立场的学校对策,显现政策统一嵌入与学校多元承接寻求动态平衡

的互动过程,内在地指向二者之间动态的“灵活适配”。
其二,教育政策与学校对策的互动机制,是寻求政策宏观布局与学校微观行动的动态平衡结果。 教

育政策是政府进行学校监管的工具,政策布局关涉不同利益主体的权力协同。 学校是复杂的利益共同

体,其间的不同主体权力协同内涉不同立场的利益平衡。 利益平衡之后才会进行资源分配,立足政策要

义在不同主体间达成“默契”,生成政策与对策的“资源共存”与“利益共谋”。 可是,即便有资源分配方

案,在实践过程中仍要在不同主体间做出不同程度的利益协同,这是让嵌入学校的政策得以转化成为学

校改革实践具体行动的关键。 当各个利益参与主体形成利益协同之后,才能推动教育政策在学校有序

且有效的转化为微观行动。 学校行动的“政策再生产”,会对政策布局产生再造与创生。 为此,政策转

化成为对策的过程,是政策宏观布局与学校微观行动互动的过程,其间蕴藏政策布局、权力协同、利益平

衡、资源分配、利益协同和学校行动等要素。 这些要素的前后衔接,构成从“政策宏观布局”到“学校微

观行动”,再到学校微观行动以“政策再生产”反作用政策宏观布局的前后接续过程,由此构成前后连接

的逻辑闭环,显现教育政策与学校对策的互动机制是在寻求动态平衡,内在指向二者之间动态的“利益

平衡”。
其三,教育政策与学校对策的互动逻辑内在指向二者的共生协同。 教育政策与学校对策之间虽

·75·



存在“统一”与“多元” “宏观”与“微观”的张力,但动态的交互调整与适应更多的是要实现二者的共

生协同。 因此,改进教育政策与学校对策交互作用,助力二者双向赋能,其关键是推进政、校之间主

体协同。 一方面,政府及其教育行政部门应立足现代学校治理的角度开展政策布局,政策供给应由

“量”的叠加转向“质”的提高,立足学校所在区域、城乡、学段等实际,支持学校扎根本体基础,进行

教育改革实践的政策执行与实践,消解政、校互动固存的阻碍因素,防止学校过度依赖行政衍生的路

径依赖对办学的负面影响。 另一方面,学校的校长要主动作为,对于教育政策嵌入保持必要敏感,既
坚持教育政策的原则性要求,又不能让教条主义禁锢学校改革实践,围绕学校教育传统与愿景,发挥

好学校管理机制作用,引导教代会、家委会甚至学生代表参与学校整体规划与运营,在政策规限中求

变、求新,以拓展学校生存与发展空间。 也就是说,教育政策供给不能单向追求政策布局的先进性,
更应求取学校对策回应的合理性、专业性,政策嵌入须贴合学校基础;同时,学校承接政策也须因势

而变(调整) ,只有政、校之间主体协同用力,凝聚合力,才能营造教育政策与学校对策动态贴合、灵活

适配的互动生态。
要说明的是,以“双减”政策为例,研究教育政策与学校对策的互动逻辑,仅是植根基础教育领域,

借助个案进行说理的“有限解释”。 对于不同的政策或者不同的学校涉及“教育政策与学校对策互动”
之时,其间的逻辑链条并不一定完全是线性关系。 之所以将二者的“互动机制”以六环节“线性链条”的

形式呈现,目的在于通过“双减”个案分析,尽可能详细建构一种“互动机制”,即便“互动过程”未必精准

指向六个环节,但一定程度上展示了基础教育领域内教育政策与学校对策互动的动态图景,以及改进调

整的关键所在与路向所指。 面向未来,深化本研究主题论域还应融入更多不同类型政策案例的微观深

描,兼顾地域、学段、学校的多样性与复杂性,阐释教育政策与学校对策互动逻辑潜藏的内在机理与优化

进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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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ased
 

on
 

this,
 

this
 

paper
 

takes
 

the
 

“double
 

reduction”
 

policy
 

as
 

an
 

example
 

and
 

finds
 

that
 

educational
 

policies
 

are
 

embedded
 

in
 

schools
 

from
 

top
 

to
 

bottom,
 

going
 

through
 

three
 

stages:
 

macro
 

administrative
 

setting,
 

meso-level
 

policy-school
 

connection,
 

and
 

micro-level
 

policy
 

implementation
 

in
 

schools.
 

Correspondingly,
 

school
 

responses
 

from
 

bottom
 

to
 

top
 

include
 

policy
 

compliance,
 

presence
 

of
 

the
 

subject,
 

and
 

rational
 

non-compliance,
 

highlighting
 

that
 

the
 

interaction
 

process
 

between
 

educational
 

policies
 

and
 

school
 

responses
 

is
 

a
 

dynamic
 

balance
 

between
 

the
 

unified
 

embedding
 

of
 

policies
 

and
 

the
 

diverse
 

acceptance
 

of
 

schools.
 

The
 

interaction
 

between
 

educational
 

policies
 

and
 

school
 

re-
sponses

 

follows
 

a
 

logical
 

loop:
 

policy
 

layout
 

requires
 

power
 

coordination,
 

power
 

coordination
 

leads
 

to
 

interest
 

games,
 

interest
 

games
 

promote
 

resource
 

allocation,
 

resource
 

allocation
 

deepens
 

interest
 

compromise,
 

interest
 

compromise
 

generates
 

school
 

actions,
 

and
 

school
 

actions
 

adjust
 

policy
 

layout.
 

This
 

highlights
 

that
 

the
 

interac-
tion

 

mechanism
 

between
 

educational
 

policies
 

and
 

school
 

responses
 

is
 

a
 

dynamic
 

balance
 

between
 

the
 

macro
 

lay-
out

 

of
 

policies
 

and
 

the
 

micro
 

actions
 

of
 

schools.
 

The
 

interaction
 

process
 

and
 

mechanism
 

between
 

educational
 

policies
 

and
 

school
 

responses
 

are
 

revealed,
 

and
 

seeking
 

dynamic
 

balance
 

is
 

the
 

core
 

meaning
 

of
 

the
 

interaction
 

logic
 

between
 

educational
 

policies
 

and
 

school
 

responses.
 

Educational
 

policies
 

and
 

school
 

responses
 

should
 

move
 

towards
 

symbiosis,
 

and
 

the
 

key
 

lies
 

in
 

promoting
 

the
 

coordination
 

of
 

subjects
 

between
 

the
 

government
 

and
 

school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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